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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
——基于中国农村创业者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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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激活农村创新创业活力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农村创业者的

主观幸福感是否会影响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行为，这一影响过程主要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基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本文研究发现：（1）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能够

有效地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2）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主要通过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3）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因创

新类型、地域、行业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但男性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创新水平的影响作用

比女性创业者更为突出。（4）社会责任履行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发

挥的传导作用因创新类型以及地域和行业的差别而程度不同。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创业

者积极情绪的经济后果以及农村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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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农村创业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农村创业通常被认为缺乏创新性，创新意识

和自主创新能力均较薄弱（黄迈等，2016；董翀，2021）。创新型创业是创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别于一般创业活动，创新型创业蕴含了更为丰富的创新要素和更高的创新程度。学者们

已关注到，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水平、体制机制完善程度等成为农村创新型创业的影响因素（淦

宇杰，2021；黄祖辉等，2022）。除了客观条件的影响之外，创业活动的创新性很大程度上还取决

于创业者的动机，个体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是影响创新动机的重要因素（Woodman等，199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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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创新活动中，创业者“飞得高不高”的客观现实已受到了广泛关注，而“飞得累不累”的
主观感受是否会带来具有差异的创新性行为，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农村创新创业不仅有助于激发乡村活力，更是新时代农民转型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渠道，然而农村创业具有主体和环境的双重特殊性。就创业主体而言，相比于城市创业者，农村

创业者存在知识储备不足、创业经验较少等问题（董静和赵策，2019a）；就创业环境而言，乡村

作为其创业活动的主要区域，不仅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信息闭塞、融资渠道窄、基础设施

薄弱、创业支持不足、缺乏创新平台等限制（陆瑶等，2021），还面临着正式制度不足和非正式制

度过强的双重影响（董静等，2019）。创业资源不但包括物质资源，还包括情感资源（蒋剑勇等，

2013），作为积极情绪的主观幸福感便是一项重要的情感资源。当创业者的知识资源和物质资

源不足时，情感资源的投入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创业承诺（Tang，2008），激活积极情感状态有

助于克服知识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足的创业困境。因此，在农村开展创业活动更加依赖创业者的

积极情绪作为支撑和动力。随着组织行为学领域对组织情绪研究热潮的兴起，如何利用个体的

积极情绪激发组织的创新行为和产出，成为企业创新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已有研究

表明，作为积极情绪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创造力的重要源泉（Fredrickson，2001；Amabile等，

2005）。在农村创业的特殊场景下，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成为探究农村创业企业创新问题时重

要的考虑因素。

如何运用创业者的幸福感力量，激发农村企业的创新活力，需要先从理论上厘清创业者主

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既有的研究往往将个体主观幸福感作为某种个体、群

体、组织行为的结果变量，还缺乏探索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创业者的情绪状态

是个人乃至企业行为的驱动力（周小虎等，2014），为更好地解释创新行为的激发过程提供了内

在而深层的解释。主观幸福感作为农村创业者的一种情绪特质，可能会通过动机驱动到行为产

生这一路径来促进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行为。

另外，以往的研究还发现，积极情绪是亲社会动机产生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Bissing-
Olson等，2013）。当个体处于良好的情绪状态时，更愿意构建持久的社会资源（周小虎等，

2014），并会产生更多的利他行为（Ng，2017），例如，对利益相关者群体更加关注、积极主动地

承担社会责任、更在乎企业的持久发展等。而已有不少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是亲社会和利他动

机下的行为选择（Grant和Berry，2011）。因此，本文认为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积

极情绪特质，可能会通过驱动亲社会和利他动机，进而激发创新行为。为此，基于积极情绪——
利他行为——企业创新的路径，将体现利他动机的社会责任纳入农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

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框架，探索创业者的情绪特质是否通过社会责任履行的桥梁撬动了企业的

创新。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目的是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出发，结合积极情绪的拓展—构建理

论的观点，将社会责任作为中介变量，来阐明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产生影响

的作用机理。鉴于在农村情境下，农村创业者的情绪特质和心理资源对企业创新行为的诱发效

应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更深入地揭示农村创业企业创新的内在激发机

制，为农村创业企业提高创新水平、增强创业持续性活力及促进农村创业企业的良好发展提供

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二、  理论综述和假设提出

（一）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及其结果效应

作为个体的一种心理状态，幸福感兼具情感体验和认知判断。西方研究主要基于快乐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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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论两个视角构建幸福感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两大流派，快乐论强调幸福感源于获得快乐和

规避痛苦，现实论强调幸福感源于个体内在潜能的发挥（Grant等，2007）。主观幸福感则是从快

乐论衍生而来的，主张幸福是由人的情感所表达。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从探讨其影响

因素到产出效果的演变，已有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组织行为及社会发

展的驱动因素（Kesebir和Diener，2008；Naudé等，2014）。高阶理论认为，管理者的个人心理特质

（例如，情感体验、认知、价值观）通过影响其动机和行为，进而对企业的行为和决策产生重要的

影响（Hambrick，2007）。尽管情绪特质对个体的判断和认知能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在

创业领域中，关于情绪特质的研究尚处于有待深入探索的阶段（Foo，2011）。创业者的心理特

质是一项重要的个人特质，也会影响员工行为、组织文化、工作氛围，乃至企业发展（Baron和
Tang，2011）。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典型的正向情绪和心理特质，其结果效应引起了

学者们的关注。在创业研究中，学者们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结果效应的研究主要围绕对创业认知

及行为与创业绩效两个方面展开。

在主观幸福感与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的研究方面，创业幸福感被认为是解释一些创业问

题的重要突破口（于晓宇等，2018）。主观幸福感通过提升个人社会信任水平、丰富拥有的社会

资本而促进了创业活动，从而显著地提高个体创业的概率（于文超和陈刚，2018）。研究发现，主

观幸福感影响了创业认知和机会识别，积极情绪拓展了创业者的认知范畴，使其更具有创造力

（Baron和Tang，2011）。主观幸福感还影响了创业者的目标的设定，有助于创业者进行创业决策

（Shir，2015）。
主观幸福感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也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幸福感是创业者个体层面上对企

业绩效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能激发创业者维持创业行为的意愿，并使创业者愿意积极应对创

业瓶颈，最终有可能创造持续稳定上升的创业绩效（Dijkhuizen等，2016；2018）。主观幸福感与

创业绩效的关系也被置于特定群体的研究情境下。例如，马红玉和王转弟（2018）的研究聚焦了

农民工群体的创业绩效，发现创业幸福感促进了农民工的创业绩效。张建民和周南瑾（2019）认
为创业和家庭责任之间的相互冲突对女性创业者的幸福感产生作用，进而影响了创业绩效。总

的来说，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结果效应的研究尚有局限性，对创业决策、经营行为、组织战略等方

面的研究关注不足，这一研究现状为本文聚焦于创新水平的结果效应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及

研究空间。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1. 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

拓展—构建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为主观幸福感对农村创业企业创新发展的影

响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包括“拓展”和“构建”两个核心功能。从“拓展”功能来

说，积极情绪有助于个体发散思维的产生，能拓展思维边界和行动范围，拓展个体的认知边界，

扩大其行动范围（周文莉等，2020）；从“构建”功能来说，积极的情绪有助于构建持久的社会资

源，比如稀缺资源、社会支持、韧性、技能、知识等，能够带动个体长期稳定发展。农村创业者的

幸福感正是通过积极情绪产生的拓展机制和构建机制，有效地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第一，拓展机制。相对于城市创业而言，根植于乡村的创业环境更为艰苦，农村基础设施较

弱、公共服务不足、要素配置也相对稀缺，外加涉农类项目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导致不确定性较

高，而主观幸福感恰好能够有效拓展农村创业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资源。幸福感是创业者的

一种自我调节的精力资源（Hahn等，2012）。感觉幸福的农村创业者，能够经常笑脸迎人，乐观

处事，不仅有助于身心健康，保持体力，更有助于收获积极、乐观的外在评价，增强自我实现感

（刘志阳等，2022）。幸福的感受能够有效地引导农村创业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关注复杂的农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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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境，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应对城乡差距，有助于农村创业者发现复杂创业环境中潜在事物之

间的联系，从而有利于稀缺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崔连广等，2019）。农民创业者通过积极情绪的

拓展功能使自身眼界更为开阔，思维模式更灵活、前瞻，并通过态度的开放、包容以及寻求多样

化倾向的意识，得以拓展其农村创业创新的行动范围。

第二，构建机制。首先，主观幸福感有利于农村创业者构建持续的创新活动。拥有积极情绪

的创业者更乐意接纳新思想和尝试新事物，并且更为专注，更有追求长远发展的意愿（Binnewies
和Wörnlein，2011）。知识、资源的积累与沉淀促使创业者具有更强的融会贯通能力，更有利于

实现知识的创造性重组，从而产生更多创新性内容（张军和许庆瑞，2015）。在主观幸福感的积

极情绪构建机制下，农村创业者具有更强的探索精神，更能实现创新性思维的构建，而这种“灵
光一现”往往能够激发农村创业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其次，主观幸福感有利于农村创业者构

建创新资源。幸福感能够引导个体产生互惠行为（孙继国等，2020）。幸福感高的农村创业者更

有动机去主动寻求合作，促使企业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产生企业创新

过程中的风险分摊效应（胡新艳和郑沃林，2021）。在农村创新创业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主

观幸福感还有利于农村创业者构建创新所需的关键性资源。最后，主观幸福感有利于农村创业

企业构建创新文化。幸福感的提升使农村创业者具有更高的认知范畴，乐于探索“远亲”事物的

联系，在发现和识别机会、寻求问题的解决并持续行动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投入度和主动性，成

为更富创造力和感染力的创业者，从而促进农村企业创新文化的培养，提升企业整体创新水平

（于晓宇等，2018）。
综合而言，拥有幸福感的农村创业者不仅更具备创新所需的精力、体力、人脉等资源，而且

更愿意接纳新思想、新事物，随着知识储备的积累，更有利于将其转化为创新的行动。因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农村创业者的主观

幸福感越强，越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根据双元创新理论，创新活动可分为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前者是指依靠企业既有的

知识资源，提高现有流程效率的行为，后者指依靠外部新知识或脱离企业现有知识资源，为企

业带来新设计、新分销渠道或新市场的行为（Benner和Tushman，2003）。依据前述分析，本文认

为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通过积极情绪产生的拓展机制和构建机制，既能有效激发利用式创

新，也能有效驱动探索式创新。为此，进一步提出子假设：

H1a：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另外，地域和行业的区分也是研究创新创业问题时值得考虑的因素。根据行政区划，我国

区域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农村创业较

为相关的行业大体可分为农业、商业及服务业、其他行业（含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其他）三类

（董静和赵策，2019b）。本文认为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并

不具有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为此，提出如下子假设：

H1b：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创业企业中，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均对企业创新水平具

有促进作用。

H1c：在创业领域为农业、商业及服务业、其他行业（含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其他）的企

业中，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均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农村创业者之间可能存在差异。首

先，企业创新与管理者的风险偏好程度息息相关，从高阶理论的角度，创业者的人口统计学特

征会影响其风险偏好。不同性别的企业家存在思维方式的不同，以至于影响企业的行为。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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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厌恶风险，从而会抑制创新（仇荣国，2021）。其次，受生理差异的影

响，不同性别的企业家存在情感偏好乃至行为选择的差异，当女性感觉幸福的时候，往往会追

求其他发展，比如相夫教子或者安贫乐道，而非追求冒险。而当男性农村创业者感觉幸福时，积

极情绪使其对冒险具有更高的容忍性，更有可能通过拓展和构建功能激发创新的意愿和行为。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d：相比于女性农村创业者而言，男性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更

强的促进作用。

2. 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企业创新水平提供了合理的动机和行

为解释。首先，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通过积极情绪驱使创业者和企业产生履行社会责任的

更强动机，从而更有利于获取社会信任和创新支持。一方面，感觉越幸福的农村创业者，其亲社

会行为越多。幸福感与仁爱和正义等积极心理学品质密切关联，个人道德规范水平与幸福感水

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Husted和Allen，2006）。即随着幸福感的增加，创业者的规则意识也在逐

步增强，表现出更高的道德规范水平（Muller和Whiteman，2016），例如更加慷慨、更富有同情

心、对他人的请求给予更多善意的回馈等（修宗峰和周泽将，2016），这将更有助于农村创业者

在正式制度本就不太完善的农村，获取社会信任和创新行动支持。另一方面，感觉越幸福的农

村创业者，其机会主义行为越少。主观幸福的感受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Hofmann和
Wisneski，2014），使个体更值得信赖，拥有更多社会资本（Guven，2011）。总体而言，具有较强幸

福感的农村创业者，在其较多的亲社会行为和较少的机会主义影响下，会更关注企业的利益相

关者，履行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而有利于获得信任和创新支持。

其次，在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短缺、要素配置不足、产业发展不均以及自然、市场、道德

风险都较高的农村创业领域，拥有幸福感的农村创业者通过联合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有效弥

补创新资源的不足。农村创业企业往往涉及农业及相关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农业产业特殊性

的影响。特别是在融资方面、管理方面及技术方面，农村创业企业更是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农村

创业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较为依赖多方的资源支持，既包括亲朋好友的资金支持、雇佣工

人的劳动力支持，也包括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技术支持，还包括下游销售环节的消费者支持。

依据信号理论，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向外界传递企业经营状况较好

的信号，还能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心（陈承等，2019），从而更有利于获得创新所需的

资源。

最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向外部释放的积极信号，更是农村创业者在一系列

不利条件下优化创新资源供给，降低企业运营过程中不确定性风险的有效寻租工具。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被视为是降低创新风险的一个重要途径，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构筑自身社会关系

网络，从而降低了创新中的交易风险（陈莞等，2017）。基于知识观视角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更为深入和广泛的联系，从而获取利益相关者的

知识，这些外部知识的流入补充了企业既有的知识体系，激发了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动（Luo和
Du，2015）。外部知识的获取弥补了农村创业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技术、知识欠缺，从而有助于

缓解创新中的技术瓶颈问题和创新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就创新类型而言，不同创新类型在资源基础和具体行为上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创业者的社

会关系网络呈现出较强的地缘特征，作为其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农户、合作企业等上下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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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往往为附近的同乡（杨学儒和李新春，2013）。利用式创新涉及到的资源搜寻大多趋向于

关联度较高的领域，要素之间的资源依赖度较大，需要农村创业者与周边的利益相关者高度耦

合（Atuahene-Gima and Murray，2007）。因此，在利用式创新中，农村创业者履行社会责任能有

效地发挥道德声誉信号传递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实现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创新活动的激发。

而探索式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创业者从周边利益相关者处所能获取的资金、信息等资源

相对更为有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相比于探索式创新，农村创业者开展利用式创新活动时，更依赖企业社会责任在创

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

就创业活动所在的地域而言，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活力、知识创造和技术

转化能力、创新支撑能力均较弱（魏后凯，2004）。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大量运用，东部地区厚

基础的优势更为明显，例如，就绿色科技创新效率而言，东部地区就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孙

中瑞等，2022）。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创新资源更为丰富，传导机制更为多元，农村创业者主观

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用，不仅能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路径进行传导，还能通过其他的机制

进行传导，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创新创业资源的局限，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促

进的传导则更需要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获得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信赖，从而由此得到资金、创新

资源、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帮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相比于东部地区而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创业企业中，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

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更依赖企业社会责任发挥的中介作用。

就创业活动所在的行业而言，不同行业内企业创新的瓶颈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创业者主观

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呈现差异。因此，关于创业者情绪的研究还需要关注企业所在行

业的差异。近年来，商业及服务业在数字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大为受益，其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

速，表现出新理念、新硬件、新软件、新算法等创新态势，但工业领域、农业领域的数字化则相对

滞后（王俊豪和周晟佳，2021）。因此，在整体创新环境较为活跃的商业及服务业中，农村创业者

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中存在着除企业社会责任以外的其他互补效应，例如数字

产业等，而在创新难度更大的农业及其他行业中，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则

更依赖社会责任的纽带，需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并得到利益相关者的信

任，缓解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困境，从而赢得更多的创新支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c：相比于商业及服务业而言，在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农村创业企业中，农村创业者主观

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更依赖企业社会责任发挥的中介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库。自2008年起，上海财经大学每年开展面向全国

农村地区的“中国千村调查”调研。该调研项目每年设置不同的农村主题，组织大量师生前往各

省市的数千余个村寨展开广泛深入的调查，通过扎实严谨的社会调研，为“三农”问题的探讨和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2016年的“中国千村调查”调研主题名称是“中国农村创业现

状”，该次调研项目由2 188名经过统一调研培训的师生组成了1 472支专业调研团队，在地方政

府的协助下，从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30个县1 500余村寨收集了一套详实且有代表性的农

民创业的相关数据（杨婵和贺小刚，2019；奚国茜和贺小刚，2021）。结合本文创新创业的研究主

题，采用该套“中国千村调查”调查项目的相关结果，以调研获取的4 600份农村创业者问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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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为研究样本展开本文的实证检验，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取本文的样本数据为

3 236份。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请详见表1。
 

表 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

创业者特征 分类指标 频数 有效比例（%） 企业特征 分类指标 频数 有效比例（%）

性别
男 2 566 79% 企业规模

（员工人数）

n≤5 2 006 62%
5<n≤10 485 15%

女 670 21%
10<n≤15 227 7%
n>15 518 16%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874 27%

行业分布

农业及相关行业 868 27%
高中、中专 1 126 34% 商业及服务业 1 541 48%大专 615 19%
大学本科 388 12% 其他行业（含工

业、运输业、建筑
业及其他）

827 26%硕士及以上 259 8%

年龄分组

≤30岁 356 11%

地域分布

东部地区 1 594 49%31—40岁 680 21%
41—50岁 1 294 40% 中部地区 670 21%51—60岁 647 20%
61—70岁 194 6% 西部地区 972 30%70岁以上 65 2%

 
 

（二）主要变量的测量

1. 因变量：企业创新水平（Innovation）。本文借鉴Kollmann和Stöckmann（2014）关于企业创

新水平的研究量表，并参考董静等（2019）的研究采用如下6个题项进行衡量：“与市场原有产品

比，我公司在新产品上有重大改变”“我公司努力打开新市场”“我公司使用了新技术”“我公司

擅长改善现有产品的品质”“我公司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我公司经常调整生产过程、规则、策略

使产品更为优质”。每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打分法进行测量。

本文对因变量企业创新水平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企业创新水平的Cronbach's alpha值
为0.882，表明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效度检验具体包含

内容效度与构思效度。本研究所用问卷，经过大量相关研究结果总结、预调研及多次反复修改

而最终确定，测度题项既概括了企业创新领域的既有研究成果，又结合了当前的创新实践，因

此，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杨婵和贺小刚，2019）。经检验企业创新水平的KMO值为0.876，
可见具有良好的构思效度。综合而言，上述题项能够较好地测量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水平。

2. 自变量：主观幸福感（Happy）。主观幸福感是指居民对于日常生活情感态度和总体感知

的一般性心里评价（Diener，1984）。在对主观幸福感测度时，部分研究使用了较为复杂的多维

度量表，也有诸多学者把幸福感视为受访者对自身生活状态的综合感知和感受，因而采用单维

度量表直接询问其对幸福感的总体评价。与城市创业者相比，农村创业者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

低，认知理解能力略弱，更适合使用较为简单的总体性评价来调查其主观幸福感受。因此，本研

究参考崔红志（2015）、陈和午等（2018）等学者的做法，以单维度量表测量主观幸福感，由受访

农村创业者自评主观幸福感程度，并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很不幸福”，6表示“很幸

福”。虽然此测度方法在测量时较为简单，但研究表明，此方法不仅具有心理测量学的充分性

（Veenhoven和Ehrhardt，1995），更契合农村创业者的情境特殊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受访

者内心真实的幸福感，且有充分的效度和信度（Krueger和Schkade，2008）。
3. 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采用利益相关者对农村创业企业的评价来衡量企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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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具体包括：“顾客高度评价我企业的产品”“供应商希望与您做生意”“员工会自豪地告

诉别人他们是您公司的成员”“竞争者对您公司很尊重”“投资者愿意与公司洽谈”“政府高度评

价企业的经营行为”，题项均采用里克特打分法进行测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6表示“完全同

意”，经检验上述题项的KMO值为0.879。随后进行主成分分析，合成一个指标度量企业社会

责任。

4. 控制变量：本文对农村创业者个人特质、家庭因素、企业特征等方面的相关变量进行了

控制。农村创业者个人特质方面控制了：创业者的性别（Gender）、年龄（Age）、宗教信仰

（Religious）、受教育程度（Edu）、政治背景（Party）、行业协会经历（Association）、参加商会经历

（Business）、参军经历（Army）、技能（手艺）（Craft）；农村创业者家庭因素方面控制了：家庭收入

水平（Income）、家庭社会地位（Status）；企业特征方面控制了：企业年龄（Period）、企业规模

（Scale）、企业所属行业（Industry）、企业所在地区（Province）。
具体变量的测度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变量的说明与数据来源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自变量 主观幸福感 Happy 根据量表题项测度
因变量 企业创新水平 Innovation 根据量表题项合成

中介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 CSR 根据量表题项合成

控制变量

创业者性别 Gender 男性为1，女性为0
创业者年龄 Age 创业者的实际年龄取自然对数

受教育程度 Edu
小学及其以下赋值1，高中及中专学历赋值2，大专及其以上

赋值3
宗教信仰 Religion 有无宗教信仰，有为1，无为0
政治背景 Party 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为1，否为0

行业协会经历 Association 是否有行业协会经历，没有为1，否有为0
参加商会经历 Business 是否有参加商会经历，没有为1，有为0

参军经历 Army 是否有参军经历，有为1，没有为0
技能（手艺） Craft 是否有特定的技能（手艺），有为1，没有为0

家庭收入水平 Income
被调查者认为自身的家庭收入在同村中的收入水平情况，认
为低于平均水平为1，处于平均水平为2，高于平均水平为3

家庭社会地位 Status
被调查者认为自身的家庭在同村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层次，认

为处于下层为1，处于中层为2，处于上层为3
企业年龄 Period 企业已成立的年限
企业规模 Scale 企业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所属行业 Industry
主营业务为农业为1，工业、运输、建筑业为2，商业、服务及其

他为3
企业所在地区 Province 东部为1，中部为2，西部为3

 
 

（三）模型构建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来检验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社会

责任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具体待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Innovation = ®0+ ®1Happy + ®2Personal + ®3Fam ily + ®4E nterprise + " (1)

CSR = ®0+ ®1Happy + ®2Personal + ®3Fam ily + ®4E nterprise + " (2)
Innovation = ®0 ®1CSR ®2Personal ®3Fam ily + ®4E nterprise " (3)

Innovation = ®0+ ®1Happy + ®2CSR + ®3Personal + ®4Fam ily + ®5E nterprise + " (4)
其中，Personal代表农村创业者个人特质方面控制变量的集合，Family代表农村创业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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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因素方面控制变量的集合，Enterprise代表企业特征方面控制变量的集合。公式（1）验证农村

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公式（2）验证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企业社

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公式（3）验证农村创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公式（4）
验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ɑ0~ɑ5表示样本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四、  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纳入模型的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

次，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变量的相关矩阵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自变量、调节变量及控制

变量的两两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基本在0.5以下，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进行

下一步检验。经检验，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不超过8，也可以认为基准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另外，主观幸福感Happy与企业创新水平Innovation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正，值得进一

步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表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代码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novation 9.90 9.78 2.65 2.45 14.68

Happy 3.95 4 0.97 1 6
CSR 11.31 11.30 2.40 2.64 15.86

Gender 0.80 1 0.40 0 1
Age 44.62 45 10.11 19 80
Edu 2.05 2 0.55 1 3

Religion 0.11 0 0.31 0 1
Party 0.20 0 0.40 0 1

Association 0.11 0 0.31 0 1
Business 0.05 0 0.22 0 1

Army 0.07 0 0.26 0 1
Craft 0.38 0 0.48 0 1

Income 0.63 2 0.63 1 3
Status 2.04 2 0.38 1 3
Period 9.94 8 7.26 1 26
Scale 10.61 4 14.97 0 58

Industry 2.15 2 0.87 1 3
Province 1.82 2 0.87 1 3

 
 

（二）同源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农村创业者问卷调查，这种同一受访者的自我陈述，使得调研数据可能

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因此，须对同源偏差进行分析和检验。为估计同源偏差的影响，我们采

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Podsakoff等，2003），来检验可能存在的同源偏差。对企业社会责

任、企业创新水平的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测未进行旋转的结果，发现共抽取出2个
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解释了73.86%的变异。单因子检验的结果提示同源偏差的影响并不严

重。另外，本文还使用了“校标变量方法”来检验同源偏差。在检验中，首先确定校标变量，即找

出一个在理论上与至少一个构念不相关的变量，并以这个变量为校标，计算各个构念与结果变

量之间的零阶相关系数，计算出来的零阶相关系数被认为是剔除同源偏差之后的真实系数。本

文选取年龄作为标题变量，经过计算，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的零阶相关系数

为0.231（p<0.05），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水平的零阶相关系数为0.384（p<0.05）。由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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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剔除同源偏差的影响之后，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创新水平仍然

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同源偏差在本研究中并不严重（刘军等，2019）。综上所述，共同方法偏差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对研究模型的影响不明显。
 

表 4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Innovation Happins CSR Gendar Age Edu Religion Party Association
Innovation 1 　 　 　 　 　 　 　 　

Happy 0.178* 1 　 　 　 　 　 　 　
CSR 0.437* 0.254* 1 　 　 　 　 　 　

Gender 0.067* 0.01 0.042 1 　 　 　 　 　
Age −0.043 0.021 0.016 0.095* 1 　 　 　 　
Edu 0.111* 0.105* 0.095* 0.048* −0.287* 1 　 　 　

Religion −0.018 0.018 −0.022 −0.014 −0.04 −0.008 1 　 　
Party 0.080* 0.087* 0.104* 0.102* 0.106* 0.153* −0.048* 1 　

Association 0.134* 0.089* 0.117* 0.069* 0.005 0.134* 0.001 0.119* 1
Business 0.135* 0.087* 0.110* 0.029 −0.054* 0.118* 0.054* 0.060* 0.346*

Army 0.03 −0.005 0.011 0.116* 0.027 0.061* −0.036 0.190* 0.004
Craft 0.106* 0.014 0.053* 0.066* 0.013 −0.012 0.001 0.019 0.080*

Income 0.162* 0.188* 0.121* 0.075* −0.029 0.168* 0.043 0.054* 0.115*

Status 0.129* 0.228* 0.158* 0.041 0.04 0.067* −0.006 0.064* 0.105*

Period −0.001 0.087* 0.056* 0.048* 0.381* −0.112* 0.013 0.064* 0.141*

Scale 0.298* 0.127* 0.218* 0.149* −0.012 0.181* 0.033 0.120* 0.189*
Industry −0.036 0.001 −0.026 −0.016 −0.038 −0.002 0.016 −0.015 −0.001
Province −0.011 −0.145* −0.039 −0.003 −0.108* −0.148* 0.067* −0.024 −0.033
变量 Business Army Craft Income Status Period Scale Industry Province

Business 1 　 　 　 　 　 　 　 　
Army 0.011 1 　 　 　 　 　 　 　
Craft 0.078* 0.037 1 　 　 　 　 　 　

Income 0.107* 0.036 0.032 1 　 　 　 　 　
Status 0.092* 0.032 0.03 0.318* 1 　 　 　 　
Period 0.063* −0.021 −0.021 0.036 0.065* 1 　 　 　
Scale 0.172* 0.026 0.064* 0.346* 0.247* 0.081* 1 　 　

Industry 0.027 −0.023 −0.003 −0.012 −0.009 0.003 −0.026 1 　
Province −0.025 −0.029 0.026 −0.001 −0.017 −0.142* −0.115* −0.007 1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三）主效应及中介效应的检验

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

型（1）、模型（2）、模型（3）、模型（6）中，因变量为企业创新水平Innovation。模型（1）仅加入控制

变量，模型（2）加入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模型（3）加入企业社会责任，模型（6）同时加入农

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和企业社会责任。模型（4）和模型（5）中，因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CSR，

模型（4）中仅加入控制变量，模型（5）加入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

模型（2）显示，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β=0.284，p<0.01），表明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

H1得到支持。这表明，农村创业者的幸福感产生了创新资源的拓展机制和创新思维的构建机

制，有利于农村创业者将其转化为创新的行动，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

模型（5）显示，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β=0.048，p<0.01），这说明，较强的主观幸福感使得农村创业者产生了较多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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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较少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加重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从而履行了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
 

表 5    农村创业者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

（1） （2） （3） （4） （5） （6）
Happy 0.284*** 0.480*** 0.085*

(5.902) (11.087) (1.862)
CSR 0.422*** 0.416***

(23.651) (22.866)
Gender 0.100 0.118 0.120 −0.048 −0.017 0.125

(0.892) (1.052) (1.160) (−0.461) (−0.171) (1.213)
Age −0.229 −0.226 −0.273 0.106 0.111 −0.272

(−1.036) (−1.025) (−1.343) (0.522) (0.561) (−1.330)
Edu 0.157* 0.131 0.081 0.074 0.179** 0.135*

(1.716) (1.435) (0.963) (0.881) (2.143) (1.652)
Religion −0.169 −0.194 −0.097 −0.171 −0.213 −0.106

(−1.163) (−1.341) (−0.727) (−1.291) (−1.632) (−0.781)
Party 0.155 0.118 −0.009 0.388*** 0.324*** −0.017

(1.320) (1.000) (−0.081) (3.621) (3.087) (−0.165)
Association 0.308* 0.294* 0.200 0.258* 0.233 0.197

(1.934) (1.852) (1.355) (1.776) (1.631) (1.331)
Business 0.679*** 0.643*** 0.471** 0.492** 0.431** 0.464**

(3.020) (2.875) (2.272) (2.401) (2.147) (2.231)
Army 0.108 0.146 0.154 −0.110 −0.046 0.165

(0.563) (0.764) (0.876) (−0.631) (−0.272) (0.937)
Craft 0.380*** 0.373*** 0.326*** 0.128 0.116 0.325***

(4.104) (4.046) (3.812) (1.527) (1.401) (3.790)
Income 0.243*** 0.184** 0.191*** 0.174** 0.124* 0.025

(3.092) (2.347) (2.632) (2.388) (1.730) (0.353)
Status 0.236* 0.100 −0.015 −0.052 0.591*** 0.364***

(1.795) (0.753) (−0.127) (−0.424) (4.912) (3.034)
Period −0.121 −0.143* −0.150** 0.068 0.031 −0.156**

(−1.630) (−1.943) (−2.191) (1.000) (0.465) (−2.273)
Scale 0.544*** 0.544*** 0.412*** 0.311*** 0.311*** 0.414***

(12.031) (12.088) (9.791) (7.563) (7.692) (9.849)
Industry −0.021** −0.021** −0.015* −0.015* −0.015* −0.015*

(−2.212) (−2.261) (−1.697) (−1.690) (−1.802) (−1.713)
Province 0.086 3 0.127** 0.089 2* 0.101** 0.104** 0.117**

(1.632) (2.396) (1.824) (2.053) (2.158) (2.601)

常数项 8.712*** 7.866*** 4.938*** 8.940*** 7.510*** 4.744***
(10.070) (9.022) (6.063) (11.343) (9.576) (5.781)

R2 0.106 0.116 0.238 0.080 0.114 0.239
Adj_R2 0.101 0.110 0.234 0.074 0.108 0.234

F 20.054 20.994 50.315 14.697 20.634 48.120
观测值 3 236 3 236 3 236 3 236 3 236 3 23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值。
 
 

模型（3）显示，农村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正相关（β=0.422，p<0.01），这说明，农村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

升，企业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信号效应，不仅能增加企业隐性资产，还能向公

众传递积极信号，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从而缓解融资约束、管理风险、技术瓶颈，为企业获

取更多的创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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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中介效用的检验。首先，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

介效应检验流程，通过Bootstrap法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

平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

间的间接效应为0.65，Bootstrap检验的置信区间为（0.103，0.252），不包含0，说明企业社会责任

确实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其次，参考Baron和Kenny（1986）三步法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第一步，检验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即模型（2），已验证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存在显著

正向影响。第二步，以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为因变量，检验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社

会责任的直接作用，结果如模型（5）所示，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正

向影响。第三步，以企业创新水平为因变量，同时加入自变量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和中介变

量企业社会责任，得到模型（6），结果显示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是正向显

著的（β=0.416，p<0.01），自变量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作用仍然是正向显

著的（β=0.085，p<0.1），但系数从模型（2）的0.284减小为模型（6）中的0.085，显著性水平也从

1%下降到10%，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起到部分中

介的作用，假设H2得到支持。

这是因为，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能够通过影响企业家的价值取向，进而影响企业的经

营理念，作用于企业战略选择，最终实现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促使

企业家在关注经济责任的同时，还兼顾到了社会责任，更愿意履行社会责任，由此既向外部释

放了积极的经营信号，又有机会获得更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支持，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

的提升。另外，部分中介效应也表明农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过程中存

在除企业社会责任以外的互补中介效应变量。

（四）异质性检验

1. 区分创新类型的检验

本文依据双元创新理论，根据创新类型的不同将样本进行了划分，在调查问卷中，探索式

创新的测量包括3个题项，分别是“与市场原有产品比，我公司在新产品上有重大改变”“我公司

努力打开新市场”“我公司使用了新技术”，利用式创新的测量包括3个题项，分别是“我公司擅

长改善现有产品的品质”“我公司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我公司经常调整生产过程、规则、策略使

产品更为优质”。表6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两类创新均存在显著的正

向影响，这说明，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不同程度的创新均产生了助推作用。假设H1a得到

了支持。同时，农村创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两类企业创新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企

业社会责任履行为农村创业企业塑造了良好的形象，并为其带来了优质资源，从而促进了双元

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探索式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农村

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还可能通过其他作用机制实现，但农村创业者主观幸

福感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则起到完全中介的枢纽作用，说明农民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需要借助

社会责任履行的传导，诱发利用式创新。假设H2a得到验证。

2. 区分地域类型的检验

接下来，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附件、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 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余婕和董静，

2021）。区分地域的检验如表7所示，模型（1）、（5）、（9）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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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假设H1b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另外，模型（4）、（8）、（12）表明，在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

企业创新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农村创

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之间则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由此可见，相比于东部地区而言，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创业企业中，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更依赖企

业社会责任的传导，假设H2b得到验证。
 

表 6    区分创新类型的检验

变量
探索式创新 利用式创新

（1） （2） （3） （4） （5） （6）
Happy 0.129*** 0.037* 0.102*** 0.032

(5.764) (1.732) (4.947) (1.593)
CSR 0.195*** 0.192*** 0.149*** 0.146***

(23.491) (22.727) (18.924) (18.2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104*** 1.743*** 1.659*** 3.319*** 2.294*** 2.221***
(7.653) (4.605) (4.342) (8.886) (6.419) (6.153)

R2 0.107 0.230 0.231 0.092 0.176 0.177
Adj_R2 0.102 0.225 0.226 0.086 0.171 0.172

F 19.317 48.052 45.936 16.192 34.419 32.915
观测值 3 236 3 236 3 236 3 236 3 236 3 23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值。
 
 

 
表 7    区分地域类型的检验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Innovation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Innova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Happy 0.290*** 　 0.390*** 0.132* 0.284*** 　 0.585*** 0.011 9 0.244*** 　 0.533*** 0.026 0
　 (4.021) 　 (6.125) (1.949) (2.687) 　 (6.353) (0.127) (2.926) 　 (6.824) (0.331)

CSR 　 0.413*** 　 0.406*** 　 0.466*** 　 0.465*** 　 0.412*** 　 0.410***

　 　 (15.721) 　 (15.256) 　 (11.672) 　 (11.294) 　 (13.165) 　 (12.7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495*** 4.343*** 8.620*** 3.998*** 9.840*** 6.294*** 7.685*** 6.266*** 7.066*** 4.615*** 6.072*** 4.579***

　 (5.692) (3.507) (7.403) (3.206) (5.234) (3.637) (4.691) (3.580) (4.814) (3.386) (4.439) (3.346)
R2 0.120 0.222 0.088 0.224 0.086 0.236 0.132 0.235 0.129 0.236 0.136 0.237

Adj_R2 0.110 0.222 0.088 0.224 0.086 0.236 0.132 0.235 0.108 0.238 0.116 0.238
F 11.902 26.324 9.587 25.18 4.504 12.481 6.649 11.807 7.534 17.895 8.067 16.943

观测值 1 594 1 594 1 594 1 594 670 670 670 670 972 972 972 97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值。
 
 

3. 区分行业的检验

由于各行业差异明显，本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把全样本划分为农

业、商业及服务业、其他行业（含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其他）三类（董静和赵策，2019b），分别

进行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关系及企业社会责任中介效应的检验。表8分别按

农业、商业及服务业、其他行业（含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其他）报告了按行业分组后的回归结

果。从模型（1）、（5）、（9）可见，在农业、商业及服务业、其他行业（含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其

他）中，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均对企业创新水平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H1c得到有力

的支持。从模型（8）可见，在商业及服务业领域，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

 

主观幸福感、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
115



创新水平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模型（4）和模型（12）则表明，在农业、其他行业（含工业、运

输业、建筑业及其他）中，加入了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后，因变量企业创新水平的系数变

为不显著，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

应。这表明，相比于商业及服务业而言，在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农村创业企业中，农村创业者主观

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更依赖企业社会责任的桥梁作用，假设H2c得到了验证。
 

表 8    区分行业的检验

变量

农业 商业及服务业 其他行业（含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其他）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Happy 0.239*** 0.434*** 0.051 0.332*** 0.505*** 0.118* 0.278*** 0.473*** 0.091
(2.807) (5.603) (0.636) (4.365) (7.413) (1.656) (2.797) (5.332) (0.964)

CSR 0.437*** 0.433*** 0.431*** 0.422*** 0.402*** 0.396***

(12.825) (12.478) (16.043) (15.432) (11.056) (10.6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765*** 5.942*** 8.558*** 5.723*** 6.739*** 3.850*** 7.667*** 3.505*** 8.515*** 6.139*** 6.325*** 6.011***

(9.176) (6.691) (5.668) (6.403) (5.172) (3.197) (6.564) (2.867) (4.793) (3.662) (4.000) (3.579)
R2 0.124 0.259 0.134 0.260 0.120 0.244 0.105 0.246 0.129 0.236 0.136 0.237

Adj_R2 0.104 0.243 0.114 0.242 0.108 0.234 0.093 0.235 0.108 0.218 0.115 0.218
F 6.301 15.623 6.897 14.851 10.194 24.254 8.761 23.206 6.280 13.117 6.667 12.506

观测值 868 868 868 868 1 541 1 541 1 541 1 541 827 827 827 827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值。
 
 

4. 区分农村创业者性别的检验

区分性别后的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在男性样本组中，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其企业创

新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女性样本组中，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其企业创新水平没有显

著的影响作用。这说明，不同性别的农村创业者，其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假设H1d得到验证。另外，从男性组别的模型（2）和女性组别的模型（6）可发现，无论男

性还是女性农村创业者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均显著正向影响了企业创新水平。这表明，就

农村场景而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创新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男性组别的模型（3）和
女性组别的模型（7）则均可发现，主观幸福感较高的男性和女性农村创业者都更愿意履行企业

社会责任。在男性组别中，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起到部

分中介的作用，仍支持了假设H2。
 

表 9    区分农村创业者性别的检验

变量
男性 女性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 Innovation CSR Innovation
（1） （2） （3） （4） （5） （6） （7） （8）

Happy 0.315*** 0.511*** 0.096* 0.133 0.352*** 0.002
(5.944) (10.748) (1.923) (1.156) (3.367) (0.024)

CSR 0.436*** 0.428*** 0.370*** 0.370***
(21.859) (20.997) (9.173) (9.0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8.765*** 5.942*** 7.109*** 5.723*** 4.156* 0.688 9.379*** 0.683
(9.178) (6.692) (8.285) (6.407) (1.883) (0.337) (4.692) (0.327)

R2 0.118 0.247 0.125 0.248 0.111 0.211 0.091 0.211
Adj_R2 0.112 0.241 0.118 0.242 0.085 0.188 0.064 0.187

F 17.942 43.980 19.083 42.008 4.270 9.157 3.419 8.686
观测值 2 566 2 566 2 566 2 566 670 670 670 67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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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法

本文替换了因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度量方式。在因变量方面，更换了主效应关于企业创新水

平指标的合成方式，采用均值相加的方法，拟合出新的企业创新水平。在中介变量方面，由于农

村创业者创办的企业根植于乡土社会，为了赢得村民庄民对创业企业的支持，农村创业者往往

主动惠及村民庄民利益，承担村庄内公共事务，并对村庄事务进行财力上的支持。因此，企业慈

善捐赠的金额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农村创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鉴于此，稳健性检验

参考张振刚等（2016）的方法，采用企业的慈善捐赠金额加1取对数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主效

应的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替换因变量后的企业创新水平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进一步分别采用了Bootstrap法和三步法进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均发现替换变量衡量

方法后的企业社会责任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

应，与上述表5的结果近似，说明前述检验结论较为稳健。

2.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的关系，本文采用工具

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现有文献使用两类变量作为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一类是个体

的其他变量，例如“亲友密切程度”（朱明宝和杨云彦，2017）及“礼金支出”（申云和贾晋，2016）
等变量，另一类是自然界的外生因素，例如降雨量、日照时间、平均温度等（李树和陈刚，2015），
借鉴上述文献，本文使用问卷中“人缘关系”（Popularity）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提供的“各地

区平均气温”（Temp）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主观

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人缘关系与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之间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即人缘关系越好，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越高。各地区平均气温与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

之间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地区平均气温越高，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越低。对

“人缘关系”和“各地区平均气温”进行显著性检验后发现人缘关系和各地区平均气温不是主观

幸福感的弱工具变量。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与企业创新依旧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说明在工具变量估计中，虽确实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但不影响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

业创新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表明前述检验结论依旧稳健。

五、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尽管关于主观幸福感前置因素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其经济后果的研究在组织行为

学领域则方兴未艾，其具体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尚待充分探究。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创造力的重

要源泉，本研究在Tang（2008）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并验证了作为创业情感资源的主观幸

福感能够激发创业企业的创新行为。以往研究从创业者个体角度分析创业企业的创新行为时，

多聚焦于创业者的社会资本、技术知识储备、先前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创业者的主观幸福感未

受到足够关注。创业活动具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创业者的情绪与状态积极与否，直接关乎

创业企业的行为与决策。本研究响应了何良兴等（2017）和周键（2022）关于创业情绪的研究，证

实创业者主观幸福感所代表的创业积极情绪和非理性特质，不但能通过“情绪—行为”的影响

机制，激发企业创新行为，甚至还能产生情绪感染效应，影响创新创业中的利益相关者，获取其

情感承诺与心理共鸣，从而获取创新支持。这一结论印证了创业积极情绪作为创新创业资源的

重要性，为创新创业资源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本研究还发现，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激发过程主要是通过社会责任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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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导而完成的。以往关于创业过程中“情绪—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创业认知、自我调节理论

的视角来揭示两者之间的传导路径。本研究则在Garay和Font（2012）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亲社

会动机的视角，从创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探索了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如何激发企业

创新行为，同时还发现，在不同的创新类型及地域和行业中，社会责任履行所发挥的传导作用

的程度具有差异。这一结论揭示了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响应

了彭超（2021）的研究呼吁，农村的创新创业者是高素质农民的代表，应将其塑造成为社会责任

的主体。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拓展了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创业企业发展的研究范围。既有

关于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主观幸福感的前置影响因素，而基于创业者主观幸

福感的后端作用结果的研究较为匮乏，尤其缺乏立足于农村创业者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本文

从积极情绪的拓展与构建角度审视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探究其主

观幸福感的作用结果，并厘清了主观幸福感通过具有亲社会动机和利他行为的社会责任履行

作为纽带，激发企业创新的传导效应，从而为农村创业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

丰富了企业创新驱动因素的理论。创新资源是创新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类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

的总和。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了有形的物资资源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结合农村创业情

境，从创业者心理资源的角度探讨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将无形资源纳入到创新的资源管理中

来，为创业企业的创新驱动因素提供了更多维的研究补充。第三，深化了主观幸福感影响创新

的异质性研究。从创新类型、地域、行业、创业者性别的差异入手，探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感

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为不同情况的农村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参考，从而丰富了主观幸福感

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差异性研究。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实践的启示在于：首先，农村创业者因其特有的“农村”属性，创新动力

和创新水平都受到限制。在创新资源不足、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农村创业者更加

需要构建积极情绪，增强其主观幸福感，这将有助于农村创业者以敏锐的嗅觉、积极的状态拓

展创新网络，主动寻求合作，获取创新资源，也将有助于农村创业者树立主动求变的创新思维，

提升农村创业者的经营前瞻意识。其次，尽管农村创业者处于创新的不利地位，但却可以通过

主观幸福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因此，对于农村创业企业而言，应

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在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向外

界传递经营向好的信号，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支持，从而促进企业创

新发展。最后，在宏观政策方面，我国已经步入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如

何在宏观制度调控层面驱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政策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鉴于农村

创业者主观幸福感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所以为了更好地促进和激发农村创业

中的创新行为及创新绩效，政府应充分重视创业者的主观感受，特别是农村创业者群体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感受，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农村创造更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在

提升农村创业者幸福感的同时，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最终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

发展。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对主观幸福感和农村创新创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成

果，但仍然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性：首先，主体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重点关注农村创业者主观幸福

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农村创业者属于众多创业者中的一部分，难以代表其他创业者主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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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未来希望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其他创业群体主观幸福感对企业创新的

影响。在农村创业的情境下，亦还可探讨其他情绪特质、心理资源对农村创业创新的影响及机

制。其次，同源偏差问题。在本文所获数据中，难以实现多期滞后或者采用多方主体匹配的方

法，来控制同源偏差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能结合创业者家庭成员或企业成员访谈、实验

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解决同源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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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R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Zhao Ce1,  Dong Jing2,  Yu Jie3

（1. School of Public & Management / China Institute for R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Xiand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Summar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ese Thousand Village Survey (CTV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behavior.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Firs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Second, the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s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level by stimulating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CSR). Thir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does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due to the different
types,  regions  and  industries  of  innovation,  but  the  impact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ale
entrepreneurs on the innovation level is more prominent than that of female entrepreneurs. Fourth, the
conduction effect of CSR fulfillment betwee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innovation level is different due to innovation type, region and industry.

The implications are that: First, enhanc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s will help
rural entrepreneurs establish an innovative thinking of actively seeking change. Second, rural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fulfill their CSR to obtain the resource support of
stakeholder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mple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rural entrepreneurs, actively play the guiding
role, and create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terprises.

The contributions are that: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an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entrepreneu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Second, previous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angible material resources on
innovation behavior, whi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search supplement for the
innovation driv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Key words: rural entrepreneurs; subjective well-be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CSR
（责任编辑：王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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